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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不创新就灭亡
美国曼荷莲学院 Eva Paus*
本文分析了拉丁美洲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这些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中等收
入水平。通过分析它们，可以帮助亚洲国家汲取教训。“中等收入陷阱”捕捉到中等收入国家
不能在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参与国际竞争的情况，即:因为工资相对过高，而它们的生
产力相对来说太低，从而无法在广泛的规模和空间上就较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进行竞争。结
果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工资停滞或下降，而非正式经济日益增长。
国内创新能力发展不足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拉丁美洲，中等收入陷阱是
由市场主导的发展战略带来的，后者产生了低生产力增长、快速去工业化、使得许多国家的出
口复杂程度下降、创新绩效不佳以及必须的社会能力上的投资不足，因为他们缺少时间来缩小
能力差距。现在，更多的参与者在创新空间上进行竞争，并且技术创新变化更快，这样的全球
化背景为中等收入国家缩小能力差距提供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环境。结合战略主动性政策的
综合创新型战略是拉丁美洲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途径。生产结构的性质、已经存在
的创新生态系统的要素以及建立政治联盟以支持创新能力的系统性发展等等，可能是摆脱中
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1． 引言
本文分析了拉丁美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背后的原因，并为亚洲国家提供经验教训。对拉
丁美洲经验的分析特别具有启发性，因为该地区的国家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的平均时间比亚洲
国家长得多。而在过去三十年间，他们一直奉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其结果是过早的去工业
化并大规模地设立非正式部门和不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
自从 Gill和 Kharas(2007)首先介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之后，研究人员、政府决策者和
新闻记者都接受了这个概念所反映的事实，即: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很少有中等收入国家发
展成为高收入、工业化国家。世界银行《2030 年中国报告》中(2013)强调;在 1960 年被列为
“中等收入”的 101个经济体中，仅有 13 个国家和地区在 2008 年之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其他作者(Felipe，2012;Im和 Ｒosenblatt，2013)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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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术语捕捉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因为工资相对过高、不能再在规模化
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进行国际竞争的情况;同时，因为生产力相对来说太低，也不能在更高附
加值的生产活动上有广泛的规模和空间上的竞争力。其结果是增长缓慢、更多的人的生活水
平上升的可能性变小。
为什么中等收入国家会陷入这种困境?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国内生产能力状况是
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国内生产能力发展不足，无法在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向高附加值生产
活动升级，是中等收入国家处于这种困境的核心原因;而全面提升国内创新能力则是其前进的
基础。
目前的全球化使得中等收入国家缩小生产能力差距变得更具有挑战性。广泛地实现创新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生产过程(Amsden，2001，Cimoli等 2009)以及建立支持创新的必要
的制度结构(Doner和 Schneider，2016)的过程;而且，广泛地实现创新是需要学习和时间的。
但是，现在，由于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并且技术变化更快，在高附加值的
生产活动中获得竞争力的时间窗口已经越来越短。此外，中国的崛起进一步加重了其他中等
收入国家的压力，因为中国正在大力加强创新。随着竞争变得更加激烈，目标位置迅速变化，
在这个时候想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就变得更加困难和迫切了。
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现实。然而，它们有不同的应对与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这种能力受到一个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性质的制约，并且随着经济结
构、已存在的创新体系和政治因素而变化。在本文中，我调查了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国家这些
因素的性质和相互关系，进而向中等收入的亚洲和其他国家提出建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而海地则是西半球唯一的低收
入国家。即使智利和乌拉圭根据其收入被列为高收入国家，他们面临的发展挑战与中等收入
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却是相似的①。
对拉丁美洲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特别具有意义，因为该地区的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水
平。至 2010年，巴拉圭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低级中等收入水平延续了 38年，而哥伦比亚和秘
鲁的中等收入水平则已经延续了 61年(根据 Felipe等人 2012年的分类)。相比之下，在亚洲，
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的时间跨度为 6年，菲律宾为 34年。尽管如此，在收入水平和规模方面(见
表 1)以及跨过中等收入的能力上，拉丁美洲国家的中等收入状况有很大的差异。在本文中，
我通常侧重于各国广泛的共同趋势，而不是针对具体国家的情况。
表 1 2015年拉丁美洲主要国家的收入和人口
人均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 人口
南美 (阿特拉斯法) (阿特拉斯法)
阿根廷(UMIC) 12，460 541，107，693，169 43，416，755
玻利维亚(LMIC) 3，080 33，036，925，034 10，724，705
巴西(UMIC) 9，850 2，047，109，614，135 207，847，528
智利(HIC) 14，060 252，439，621，752 17，948，141
哥伦比亚(UMIC) 7，130 344，093，169，614 48，22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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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些小加勒比岛屿也是高收入国家。
续表
人均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 人口
厄瓜多尔(UMIC) 6，010 97，059，209，212 16，144，363
巴拉圭(UMIC) 4，220 28，043，962，571 6，639，123
秘鲁(UMIC) 6，200 194，629，668，918 31，376，670
乌拉圭(HIC) 15，720 53，928，953，514 3，431，555
委内瑞拉(UMIC) －－ －－ 31，108，083
中美洲
哥斯达黎加(UMIC) 10，210 49，078，288，318 4，807，850
多米尼加(UMIC) 6，130 64，538，605，642 10，528，391
萨尔瓦多(LMIC) 3，940 24，130，424，978 6，126，583
危地马拉(LMIC) 3，590 58，636，219，449 16，342，897
洪都拉斯(LMIC) 2，270 18，361，664，576 8，075，060
尼加拉瓜(LMIC) 1，870 11，244，356，510 6，013，913
巴拿马(UMIC) 12，050 47，341，547，302 3，929，141
墨西哥(UMIC) 9，710 1，233，657，846，512 127，017，224
拉丁美洲 8，939 5，657，765，221，594 632，959，079
低于中等收入国家 2，035 5，955，948，420，932 2，927，414，098
高于中等收入国家 8，429 21，693，419，635，830 2，573，612，474
中等收入国家 4，925 27，193，921，095，750 5，521，156，908
LMIC:低于中等收入国家(2015年人均国民收入处于 $ 1，026到 $ 4，035) ;
HIC:高等收入国家(2015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 $ 12，475) ;
UMIC:高于中等收入国家(2015年人均国民收入处于 $ 4，036到 $ 12，475) ;
n．a．:未知。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本文的结构如下。在下一节中，我简单讨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不同概念:一个主要依
赖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另一个则是依赖结构和演化经济学。我采用的是后一个分析框架，并
特别强调目前全球化进程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在第三部分中，我研究了拉丁美洲中等收
入陷阱的表现形式和原因。在最后一节我提出针对亚洲国家的建议。
2． 中等收入陷阱与全球化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增长一直是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关键挑战。然而，只有在过去几
年中，分析人士才开始重视中等收入国家存在的困境。分析人士认为:无论理论框架如何，从
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经济转型都将包括大规模的创新型活动。但是，他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
定义、背后的原因和跳出陷阱的政策建议有所不同。
·3·
经济资料译丛 2017年第 3期
2．1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概念
基于 Paus(2014)的研究，我区分了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方式主要基
于新古典经济学，其中生产和出口无关紧要，学习环境和国际形势特征并不相关(Aiyar 等，
2012;Eichengreen等，2013;Ｒobertson和 Ye，2012) ;另一种方式取决于结构和演化经济学，
这种方式强调的是生产结构的性质、学习环境和国际竞争力(Paus，2014;Felip 等，2012;
Foxley，2012;Gill和 Kharas，2008;Ohno，2009;Yusuf和 Nabeshima，2009)。在这两种分析
方法中，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缓慢上升，但是理解增长放缓的分析框架是不同
的，对应的政策也是不同的。
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在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放缓的决定因素时，假定时间、地区
和政策策略对解释不同的增长下降方面并不重要———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假设。被 Aiyar 等
人(2012)定义的中等收入增长放缓，三分之二发生在 1980 年以后，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必须
处理外债危机，并遵循市场主导政策(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更重要的是，当所有经历增长放
缓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以色列、爱尔兰、日本、大韩民国、
荷兰、新西兰、挪威、新加坡、瑞典、英国和美国(Eichengreen等，2013) )被定义处于中等收入陷
阱时，真不明白我们对它的理解是否又妄加了什么想法。
在本文所采用的结构变迁方法中，分析师认为:在国际竞争中，经济生产结构的性质是中
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经济活动在回报、需求和溢出潜力方面有所不同。因此经济发展被
看作是一个生产活动会向技术外溢程度更大、回报更高和需求弹性更大的方向转变———换句
话说，就是向高生产力的生产活动转变。结构变化是发展的一个驱动力，而不仅仅是副产品
(Ocampo等，2009;Hausman等，2007;Shapiro和 Taylor，1990)。
演化经济学则强调技术学习的过程、路径、依赖关系，以及形成生产转型路径的因素之间
的积累作用(Nelson和 Winter 1982;Dosi 1984)。它强调生产力的进步需要时间。
明确关注结构转型和必要的能力积累以实现和维持结构转型，中等收入陷阱被理解为中
等收入国家不能再在标准化、劳动密集型商品上进行国际竞争，因为工资相对来说太高了;但
是因为生产力太低了，也不能广泛地开展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的竞争。“结构变化与学习”方
法强调:收入趋同将是暂时的，除非它是基于能力的趋同。2000 年代商品价格超级周期及其
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是一个例子。2003 年至 2007 年，拉丁美洲国家呈现强
烈的收入趋同，但没有出现能力趋同。当大宗商品繁荣在 2010 年代初期结束时，拉丁美洲国
家的能力缺陷就开始全面暴露出来。
中等收入国家的创新能力本来就是有限的。但在当前的全球背景下，这些有限的能力使
得一个国家要赶上高收入国家更具挑战性，因为竞争压力和技术变化速度一直在增加，并且中
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全球的生产结构(Paus 2014，2012)。
2．2 全球创新领域:参与者多了，转型的领域也多了
近 30年来，广泛的贸易自由化、海运的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数字连接性的上升，提高了生
产全球化和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的生产者的数量。1990 年代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转型和中国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开放度的提升，导致了 Ｒichard Freeman(2007)所说的“大倍增”(Great
Doubling)。快速增加的全球劳动生产力加剧了竞争压力，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中。因此，相对来说，这些商品的价格下降。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商来说，1980 年至
·4·
Journal of Translation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of Economics
2014年，贸易条件年均下降 1．1%(UNCTAD，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开放国际贸易为世界上其他地区提供了巨
大的新的出口机会。然而，同时，中国自己的出口增长也增加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在本国市场
和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压力。这个影响特别重要，因为中国不仅参与标准化、低科技产品(例
如非设计服装等)的竞争，还在高科技产品中———特别是电子产品和电脑产品领域参与竞争。
2000年到 2014年，中国在世界低科技产品进口中的份额从 19．6%上升至 29．3%，并且高科技
进口份额也从 6．7%上升至 27%(见图 1)①。换句话说，像中国这样的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在
许多方面却像高收入国家，从而提高了其它中等收入国家的创新门槛。
图 1 中国不同技术强度产品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例
来源:作者根据 UN－Comtrade数据进行计算。技术分类基于 Lall(2000)。区分为低科技产品、中高科技
产品、高科技产品、HT1(电子产品)、LT1(衣服、帽子、鞋)、资源型产品(ＲBP)和初级产品(PP)。
为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压力的日益上升，更多的国家强调增加基于新观念、新产品和新市场
的竞争力。研究和开发支出(Ｒ＆D)是测度这种努力的一个指标。历史上，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Ｒ＆D强度)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这种正向关系并不奇怪，因为工业化国家在
广泛开展创新活动的基础上成为高收入国家，并且在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业中保持着竞
争力。然而，在 21世纪，研发支出和收入之间的联系变得不那么紧密，这表明各种不同收入等
级的国家也更多地参与到了研发中来(见图 2)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研发支出大幅增长。2010年至 2014年，研究开发总支出大
约增加了 50%，由 12，160亿美元增至 18，030亿美元。中国占了这一增长的三分之一，使得该
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研发支出国，其在 2014 年的研发支出为 3440 亿美元。美国仍然是最大
的支出者，其总额为 4，850亿美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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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外国跨国公司占了中国对外出口的重要份额，类似这样的争辩是没有意义的。
图 2包括世界发展指标中有 2000和 2011年研发强度数据的所有国家的数据。
研发支出以购买力平价(PPP)度量。数据来自工业研究所的《研发全球资金预测》(历年)。
图 2a 2000年研究强度和国民总收入(GNI)
图 2b 2011年研究强度和国民总收入(GNI)
资料来源:世行．世界发展指标。
过去二十年的技术变革越来越快，加上“中国崛起”，造成了“红(桃)皇后效应”(Ｒed
Queen Effect) ，中等收入国家必须更快地积累创新能力才能保持住地位。新技术革命的预期
(Brynjolvsen和 McAfee 2014，Ford 2015)———随着机器人、数字化、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兴
起———将使能力追赶变得更加重要。处于广泛采用这些技术前沿的国家，其生产力预计将大
幅提高，反过来又将加大中等收入国家的竞争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标是在新的技术革
命中成为领头羊之一，所以，它最近(按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再次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①。
结果是，在目前的全球化背景下，中等收入国家获得高收入国家所需的创新能力的时间窗口
更短。这使得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变得更具挑战性和更加迫切(Whittaker等，2012;Paus，2014)。
2．3 政策的含义
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种分析框架的差别是:在它们看来，通向更多的以创新为基础的增长
的阶段的作用不同。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学者强调良好的商业氛围、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
要性。在基于结构和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学者们也强调教育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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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5年 6月，中国宣布“中国制造 2025”，旨在通过将人工智能制造与“工业 4．0”相结合，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为世纪之交的工业主导者。
们更强调需要采取积极的政府政策来引导和支持厂商学习，提高必要的社会能力以及机构建
设与协调能力(Abramovitz，1986;Cimoli 等，2009)。当厂商出现能力失灵时，政府需要对他
们提供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政府机构可能需要在创新领域中领头，因为私人生产者可能
认为创新的初始风险过高。政府需要在运用宏观政策、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进行有选择
性的、有针对性的支持，以形成有利于企业层面创新的激励机制(Stiglitz和 Lin，2013)。
3． 从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到市场主导的去工业化: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
上面总结的结构主义和演化经济学框架有助于我们了解本节的分析。在这里，我讨论拉
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困境，重点关注该地区结构转型的历史和性质，以及政府政策在形成生
产能力和积累创新能力方面的作用。
从 1960年开始的 55年来，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近三倍(用
2010年美元衡量) ，从 1960年的 3，621美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9，304 美元。但是，该地区在两
个不同发展战略下的经济增长表现差异很大:第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20 世纪 80 年
代初的国家主导的战略;第二个是在此之后的以市场为主导的战略(见图 3)①。在国家主导
的战略下，各国政府采取了促进工业化和更多元化的经济政策，以减少经济对初级产品(农
业、矿业和石油产品)的依赖。他们通过进口关税和配额，信贷补贴和投资于教育、基础设施
和早期的创新体系等措施，来支持企业学习和适应结构性变化。1980 年代初的外债危机后，
政府采取了为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战略。在债务重新谈判的背景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都要求这些经济体实施广泛的市场自由化，以迎合美国和英国等国新自由
主义范式的兴起。
图 3 1960－2015年间发展中国家地区的 GDP
(以 2010年美元为单位)
EAP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LA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PＲC=中华人民共和国，SAS=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在线(2016年 1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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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我遵循 Bertola和 Ocampo(2012)的方法，使用“国家主导的发展”而不是 ISI(进口替代工业
化)。它侧重于政府的如下的关键作用:对工业化的政策支持，并且为随后市场主导的战略提供适当的转接。
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所谓“华盛顿共识”)包括降低关税壁垒、减少或消除政府补贴、国
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投资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式态度。虽然拉丁美洲国家采用
“华盛顿共识”的程度和速度不同，但其发展模式普遍转向依赖于自由市场。国际贸易和外国
资本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政府———作为监管者、生产者和作为增长型结构变化的促进
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急剧下降。国家主导模式的目标是中长期的生产性转型，而市场
主导模式的目标则是建立在国际市场价格基础上的比较优势。
各国政府———特别是和美国———追求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达成共识，以实现市场准入。虽
然基本上无法支持国内生产者发展动态比较优势，许多国家政府给外国投资者提供特别的激
励，希望他们能够带来新技术、新资本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国内外生产者的竞争环境往
往不平等，但倾向于鼓励外国生产者。
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一直是对“华盛顿共识”表现最为沉默的国家。政府在推
进结构转型中保留着战略影响。发展规划优先考虑特定产业部门，国家开发银行 BNDES继续
在筹资发展新的比较优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广泛的市场自由化和政府的放手态度对有些具
体部门是个例外，例如:南方共同市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共同
市场)的汽车制造部门、智利的国家发展组织 COＲFO推动的葡萄酒和鲑鱼产业以及阿根廷门
多萨省推动的葡萄酒行业。
市场主导的模式带来了宏观经济稳定性和静态效率的提高。但是，由于动态效率提升潜
力的急剧下降，这些成就的成本上升得很快。实施“华盛顿共识”引发了生产力的快速增长，
非正规部门迅速去工业化，几乎所有国家的出口复杂程度下降，创新绩效不佳，以及在全面升
级所需的社会能力方面投资不足。
3．1 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和结构变化
拉丁美洲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体现在过去 20 到 30 年间劳动生产力的低增长
上:1992年至 2015年间，其劳动生产力平均年增长率仅为 0．74%，这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绩
效仅略高于最贫穷的中东和北非地区(见图 4)。南亚、东亚国家的劳动生产力和中等收入国
家的平均劳动生产力增长幅度相对于拉丁美洲国家而言都更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经济高
速增长的一颗明星，其在这一时期的生产力年均增长率高达 8．2%。①
由于不同的经济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同，我们可以考察劳动生产力的总体增长，它是部门
间生产力增长和跨部门劳动力重新配置带来的生产力增长的结果。1990 年至 2005 年间，部
门间生产力增长的部分在亚洲的发展中是正的，但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却是负的(McMillan 和
Ｒodrik 2011)。换句话说，在亚洲，生产和就业从低生产力部门转向高生产力部门。但在拉丁
美洲，劳动力转向了低生产力的经济活动(见表 2)。当我们分别观察上世纪 90 年代和 2000
年代时，出现了更复杂的图景。尽管 20世纪 90年代的部门间部分是负的，但在大多数拉丁美
洲国家，该部分在 2000年代却变为正的了。超过平均生产力的就业扩张部门是公用事业、金
融、保险、房地产和建筑业等部门，而不是制造业部门(Pau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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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要素生产力的数据同样令人沮丧。全要素生产力从 1960 年到 70 年代中期上升，之后就下降了。
2005年的全要素生产力水平低于 1960年(Daude，2010)。
图 4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人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基于 2011年为基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发展指标计算所得(2015年 4月 5日)。
表 2 1990－2005年劳动生产力增长分解 (%)
劳动生产力增长
(LPG)
分解 LPG
由于内在部门 LPG
由于跨部门再分配
(结构变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35 2．24 －0．88
非洲 0．86 2．13 －1．27
亚洲 3．87 3．31 0．57
高收入国家 1．46 1．54 －0．09
资料来源:McMillan和 Ｒodrik(2011)。
可以肯定的是，贸易自由化增进了拉丁美洲的制造业生产力。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重要
性下降(Paus等，2003) ，且拉丁美洲成为广泛认可的过早去生产力现象的典型例子(Ｒodrik，
2015)。与亚洲国家相反，1990年代拉丁美洲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份额急剧下降(见图 5)。
2015年，拉丁美洲的制造业份额仅占 GDP 的 14%，甚至低于 OECD组织国家的 14．9%。一个
重要的问题是:未来，其他部门(如采矿和高新技术服务)的生产活力是否可与当今世界的工
业化国家和成功得到发展的后来者的制造业生产活力相媲美?
在国家主导的模式下，政府的政策是基于三个中心前提的:(1)一个国家的政策对生产力
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2)技术学习需要时间和积累; (3)广泛的技术能力的积累需要积
极的政策扶持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特别是需要通过教育和必要的基础设施来实现。其结果是
促进增长的结构转型和生产力提高。
尽管如此，在拉丁美洲地区实行国家主导模式的最大缺陷之一是没有政策执行的具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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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用来换取关税保护和其他支持措施的落日条款。① 相比之下，在“亚洲四小虎”，政府对企
业在新经济活动中竞争力的支持取决于其出口业绩，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但是在
拉丁美洲，由于没有这种要求，导致持续而广泛的低效率，导致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生产力
水平差异很大。因此，当政府实行进口自由化并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时，许多国内厂商发
现自己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国内外许多产商将其货源从国内供应商转移到国际供应
商，从而破坏了国家价值链，引发了去工业化和日益严重的非正规化。
图 5 制造业附加值占 GDP的比例
LA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国内企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一直很大。拉丁美洲的大部分企业是小微企业。他们与大型
企业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差距明显大于发达国家(见表 3)。去工业化进程和减少政府对创新的
支持也意味着已经积累的生产技术知识的丧失，以及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已经开始发展的国家
创新体系的缩水(Katz，2001)。
表 3 不同规模企业与大公司的相对生产力
微型企业 小公司 中型公司 大公司
阿根廷 24 36 47 100
巴西 10 27 40 100
智利 3 26 46 100
墨西哥 16 35 60 100
秘鲁 6 16 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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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60年代制造业的平均未加权名义保护率在乌拉圭(1968 年)为 264%，阿根廷为 141%(1958 年) ，
巴西为 99%(1966年) ，智利为 1961 年为 83%。有效的保护率分别为 384，162，118 和 254%(Agosín，2013，
36)。
续表
微型企业 小公司 中型公司 大公司
德国 67 70 83 100
西班牙 46 63 77 100
法国 71 75 80 100
意大利 42 64 82 100
资料来源:拉加经委会(2010年) ，表二，第 96页。
3．2 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复杂性
拉丁美洲的生产力表现不佳和去工业化也反映在区域出口的结构以及———相对于其他国
家而言———其日益式微的经济复杂程度。在市场主导的模式下，南美洲国家的出口经历了
“重新启动”，而中美洲国家和墨西哥则主要在美国企业主导下更好地融入了全球价值链。
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重新转向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例如天然气、大豆、铜和铁矿
石。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使得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而这正是南美国家 2000年代商品
价格大幅上涨背后的关键因素。由于出口价格的上升，南美初级产品的出口商收益增加。但
是，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进口量(主要从中国的进口)也大幅上升，这导致了拉丁美洲的贸易
逆差扩大，不过最主要的商品出口国不在此列。
另一方面，中美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墨西哥，随着生产者融入全球价值链
(GVCs) ，促进了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装配型生产的专业化。这一进程是由特许进入美国市场
所驱动的，这是通过特别制定的美国关税表和 1984年通过的加勒比海湾国家的广泛无关税准
入而实现的;而墨西哥的情形，这一进程是由和美国和加拿大于 1994 年签定的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NAFTA)所驱动。在 2000年代，美国与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CAFTA－DＲ，2004年通过)进一步巩固了该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
洲投资者增加了对中美洲和墨西哥的生产性投资，以利用免关税政策进入美国市场。但这些
投资通常几乎与东道国的生产者没有联系。
世贸组织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显示了拉丁美洲和亚洲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价
值链的程度和性质的差异。指数是两个分指标之和:一是衡量出口额中外国增加值份额的
“后向参与指数”;二是“前向参与指数”，该指数显示了向第三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份额。在
1995年至 2011年间，两地区的这两个分指标均增加了(见表 4)①。毫不奇怪，加工和再出口
制成品的国家和地区的后向参与指数要高得多;这包括哥斯达黎加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前向
参与指数在主要出口农产品的国家———如拉丁美洲的智利和哥伦比以及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
菲律宾———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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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4包括了世贸组织提供的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数据。
表 4 在拉丁美洲和亚洲，1995年和 2011年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部分国家
后向参与指数 前向参与指数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
1995 2011 1995 2011 1995 2011
阿根廷 5．7 14．1 12．2 16．4 17．9 30．5
巴西 7．8 10．7 15．1 24．5 22．9 35．2
智利 14．1 20．2 19．9 31．7 34．0 51．9
哥伦比亚 8．5 7．6 15．4 30．2 23．9 37．8
哥斯达黎加 22．1 27．8 11．1 16．8 33．2 44．6
墨西哥 27．3 31．7 11．1 15．1 38．4 46．8
未加权平均值 14．1 18．7 14．1 22．5 28．2 41．1
哥伦比亚 12．7 36．8 18．0 11．9 30．7 48．7
中国 33．3 32．1 9．5 15．6 42．8 47．7
印度 9．3 24．0 13．6 19．1 22．9 43．1
印度尼西亚 12．5 12．0 16．3 31．5 28．8 43．5
马来西亚 30．4 40．6 15．6 19．8 46．0 60．4
菲律宾 29．8 23．5 12．8 27．4 42．6 50．9
泰国 24．2 39．0 12．1 15．4 36．3 54．4
越南 21．1 36．3 13．1 16．0 34．2 52．3
未加权平均值 21．7 30．5 13．9 19．6 35．6 50．1
资料来源:世贸组织;全球价值链统计。
国家出口的经济复杂程度上的差异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差异。Hausmann 和
Klinger(2007)提出的经济复杂性指数(ECI) (从经济复杂性图集中可见)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他们认为:ECI 反映了出口国能力的复杂性以及其在产品领域生
产更复杂产品的能力。研究表明，ECI 与人均收入密切相关，是未来经济增长的良好预测指
标。
附录中的图表显示了过去 50年来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 ECI排名的发展变化情况，即一国
出口复杂程度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演变。在国家主导的模式下，排名几乎保持不变，在秘鲁———
特别是巴西，排名实际上有所改善。但在市场主导的模式下，所有南美国家的 ECI排名均有所
降低。相比之下，在中美洲，世纪交替期间，大多数国家的 ECI 排名有所改善;在墨西哥，我们
在整个 1990年代和 2000年代看到了很高的 ECI 名次。然而，这种改进不一定表明该国的集
体能力变得更复杂了。在一些国家，这反映了出口加工区的生产成本与国内经济几乎没有联
系。
哥斯达黎加排名有所提高的原因，是来自医疗器械和微芯片的出口增长。英特尔于 1997
年在圣荷西成立了拉丁美洲首个测试和装配设施，从而引发了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中高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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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增加。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排名的突然改善反映了各国报告出口数据方式的变化①。
墨西哥的情况表明:高 ECI排名不一定要与高经济增长并驾齐驱。在 1990－2015 年间，墨西
哥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 2．75%。ECI排名与增长之间的分歧来自于市场主导模式
下进口产品需求弹性的急剧上升，以及组装出口产品(maquila production)与国内经济之间的
有限联系(Paus和 Gallagher 2008，Moreno－Brid和 Ｒos 2009)。
在市场主导的模式下，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政府欢迎外商直接投资，以开放的态
度期望技术转让;而资本的投入和就业的增加将产生更强劲的经济增长。但过去三十年的经
验表明:如果国内具有吸收能力，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发生;只有国内生产者已经具有竞争力，才
能发生联系;如果国家已经具有足够的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系统，外国公司就会在该东道国进行
投资研发。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益有限，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在亚洲，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只有三个国家的 ECI排名有了持续的提高:中国、马来西亚和
泰国。这种改进告诉我们:国内能够形成生产能力部门也取决于出口生产与其他经济活动相
关的程度，以及取决于主导者到底是国内生产者还是国外生产者。与马来西亚和泰国相比，中
国正在通过加强对开放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控制，来大力推动国内创新能力。
3．3 国内创新能力
上述讨论表明:出口的组成和复杂性不一定能够反映国内生产能力的状况。社会能力的
状况带来了这种分离，这种社会能力能够将生产转型升级到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因此，本
文重点关注四个指标:研发支出、专利申请、教育成果和基础设施状况。
拉丁美洲国家的研发力度，相对于收入水平而言，是低于预期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研
发力度均低于 1%，并且位于趋势线以下(图 2中的黄点)。唯一的例外是巴西，其研发力度在
1%以上。然而，巴西的研发力度从 2000 年的 0．99%上升到 2011 年的 1．14%，而中国(图 2 的
红点)在同一时期内则翻了一番，从 0．9%上升到 1．79%。
1990年至 2014年间，拉丁美洲居民的专利申请大幅增加，但人均专利申请数却有所下
降;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专利申请表似乎更好看。但是，一旦我们排除了中国的
专利申请，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看起来要比拉丁美洲国家更糟糕(见表 5)。
表 5 1990年和 2014年拉丁美洲和亚洲居民和非居民的专利申请
1990 2014
拉丁美洲
专利申请，居民(PAＲ) 4588 7345
专利申请，非居民(PANＲ) 13827 53545
PAＲ/(PAＲ+PANＲ) (%) 24．9 12．1
PＲA /世界 PAＲ 0．8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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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开始将出口加工区的出口量纳入 21世纪初的总出口统计数字。这些出口主要
是由服装(用进口布制成，专注于美国市场)出口的上升幅度可能解释了排名的急剧改善。例如，在危地马
拉，出口加工区的服装出口未在 2002年之前列入官方数据。数据显示，服装出口从 2001年的 42，403，436美
元增加到 2002年的 1，261，052，000美元(WTO，国际贸易数据)。
续表
1990 2014
发展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专利申请，居民(PAＲ) 6702 808159
专利申请，非居民(PANＲ) 10262 155059
PAＲ/(PAＲ+PANＲ) (%) 37．7 83．9
PＲA /世界 PAＲ 1．1 47
除中国外发展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专利申请，居民(PAＲ) 370 4024
专利申请，非居民(PANＲ) 5957 28017
PAＲ/(PAＲ+PANＲ) (%) 6．2 14．4
PＲA /世界 PAＲ 0．1 0．2
中国
专利申请，居民(PAＲ) 5632 801135
专利申请，非居民(PANＲ) 4305 127042
PAＲ/(PAＲ+PANＲ) (%) 57．5 86．3
PＲA /世界 PAＲ 1．1 46．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拉丁美洲的中学入学率也有所增加，平均入学人数也在增加，但教育的质量仍然不佳。与
亚洲相比，拉丁美洲国家的 PISA成绩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得分普遍较低，但阅读较好。在数学
方面，拉丁美洲的得分从最低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 328 分，到最高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456
分。亚洲中等收入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得分为 386 分，而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的得分
则高达 531分。此外，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绝大多数考生都表现不佳，而且能够实现高端教
育的学生比例很小(见表 6)。
表 6 2015年 PISA结果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得分
低表现者
(低于
二级)
高表现者
(五级或
六级)
平均得分
低表现者
(低于
二级)
高表现者
(五级或
六级)
平均得分
低表现者
(低于
二级)
高表现者
(五级或
六级)
经合组织 490 23．3 10．7 493 6．3 8．3 493 5．5 7．8
平均水平
北上江广 531 15．8 25．6 494 8．3 10．9 518 4．5 1
新加坡 564 7．5 34．8 535 2．8 18．3 556 2 24．2
中国香港 548 8．9 26．5 527 2．3 11．5 523 1．6 6．9
中国台北 542 12．7 28．1 497 5．4 6．9 532 2．7 15．4
韩国 524 15．4 20．9 517 4．1 12．7 516 2．9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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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得分
低表现者
(低于
二级)
高表现者
(五级或
六级)
平均得分
低表现者
(低于
二级)
高表现者
(五级或
六级)
平均得分
低表现者
(低于
二级)
高表现者
(五级或
六级)
越南 495 19．1 9．3 487 1．7 525 8．3
泰国 415 53．8 1．2 409 17．9 0．3 421 13
印度尼西亚 386 68．6 0．6 397 20．6 403 15．6
智利 423 49．3 1．3 459 8．7 2．3 447 9．9 1．2
墨西哥 408 56．6 423 13．4 0．3 416 12．8
乌拉圭 418 52．4 1．7 437 15．5 2．5 435 12．3 1．2
哥斯达黎加 400 62．5 427 12 0．6 420 10．8
巴西 377 70．2 0．8 407 24．5 1．3 401 24．3 1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456 34 3．5 475 7．3 3．5 475 4．8 2．6
哥伦比亚 390 66．3 425 16．8 0．9 416 16．2
秘鲁 387 66．1 398 25．6 0．3 397 21．8
多米尼加共和国 328 92．5 358 41．3 493 332 55．4
* 北京，上海，江苏，广东。
空单元格:由于变异系数高而未报告数据。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2016)。
在基础设施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落后于东亚及其他地区的中等收入
国家和地区，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投资下降。随着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设法削减财政
赤字，财政调整的大部分负担都由资本支出承担。六个主要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政府投
资加权平均数从 20世纪 80年代上半期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下降到 21 世纪初的不到 1%
(Calderón和 Servén，2012)。私人投资弥补了公共投资的一些下降，但是智利除外。因此，20
世纪 80年代初至 21世纪初期，基础设施的总投资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3．6%下降到 1．9%。基
础设施不足在道路和港口方面最为普遍;在宽带覆盖方面，这些地区的国家通常表现不错。
3．4 市场主导模式的幻灭
在过去十年中，随着市场主导模式的幻灭，使得对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更加激进的政策
的回潮。但是，大多数国家的努力仍然有限，往往是零碎的和不连贯的，而不是更全面的长期
战略的一部分(Wilson，2011)。随着 21 世纪拉丁美洲各国左倾政府的兴起，我们看到了发展
政策中有趣的二分法。伴随着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并且更多地强调教育，社会项目的支出增加
了。但是，同样的政府一般不会促进全面的生产转型，以便创造更多有体面工资的就业机会，
因为基于现金转移而接受到更多教育的孩子在未来也会获得就业机会。
3．5 不平等与中等收入陷阱
由于拉丁美洲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属于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而在一些亚洲国家，收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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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不断上升，最显著的就是中国。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不平等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是否
存在联系?根据该地区过去十年的经验和广泛的文献证据，其答案是复杂的。
在 21世纪初的商品繁荣期间，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下降①。Lustig
(2016)表明:在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增长缓慢的国家之间、在有左倾政府和非左倾政府的国家
之间、在商品出口国和商品进口国之间以及在最低工资停滞的国家和最低工资上涨的国家之
间，不平等的程度均有所下降。她认为:不平等现象的减少主要来自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减
少，而这主要是由于获得教育的机会上升所致。造成这种下降的其他原因包括政府财政支出
转移和海外汇款的增多。
在关于不平等与增长之间关系的广泛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理论论证和实证证据来分别
支持了二者之间存在的负相关与正相关关系②。然而，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不平等与增长之
间的关联并非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相反，我们研究的问题是:不平等是否影响和怎样影响创
新的生态系统?
从理论上讲，不平等可以通过四个主要渠道影响创新:首先，高度的不平等可能意味着受
教育机会的高度不平等，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创新所需的人力资本积累;第二，如果这些政策威
胁到具有实际决策权的精英力量，那么不平等可能会阻止推动创新的政策的实施(Flechtner
和 Panther 2015) ;第三，如果需要对精英征收较高的税收，高度的不平等可能会使得政府难以
收到足以满足教育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税收收入;最后，高度的不平等可能会导致政治不稳定，
从而使得难以实施任何长期的发展战略。Foxley(2012)认为:减少在收入分配和就业机会中
的高度不平等，对于维护或实现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和平至关重要。而这反过来
又为旨在提高生产力和出口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需要对拉丁美洲和亚洲进行更详细的实证研究，以确定上述任何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成为
特定中等收入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障碍。
4． 从拉丁美洲的经历中汲取的教训
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国内创新能力不足，进而转化为低生产力增长。拉丁美洲国家在
过去 60年中所追求的发展模式的成果，为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在国家主导的模式下，政府认识到:迄今为止，在新的
领域提高国内生产能力需要激励和厂商学习的空间(通过保护，获得资金，获得必要的教育和
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与第一代亚洲“四小龙”相比，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并没有将日落条款
中的制度实施和在管理经济租和模拟市场压力方面的业绩要求相结合，来促进学习的积极性。
在 1980年代，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府不是努力纠正这个关键的缺陷，而是放弃了这个模式，
并选择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国家主导的模式提供“胡萝卜”来学习，但没有“棍棒”;
而现在市场主导的模式提供了“棍棒”，但是国内生产者却没有得到用以产业升级、学习和获
得实现部门内部和跨部门的竞争力的商务“胡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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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0年至 2014年，玻利维亚的下降幅度最大，为 0．85 个百分点，哥斯达黎加最小，为 0．26 个百分点
(Lustig，2016)。
有关概述，请参见例如世行(2016，第 4章)。
拉丁美洲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中，如果没有机制来模拟竞争，那么政
府领导就无法产生持续的生产性变革。但是，如果没有政府对促进增长的结构变化的战略支
持，而主要依靠市场力量，那就不会产生动态的比较优势。拉丁美洲近三十年的改革进程表
明:
1)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是能够加强静态比较优势的，但不会导致更高增值生产活动的广泛
发展;
2)通过贸易协定确保国内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这可以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但其
本身并不会带来产业升级;
3)以特别奖励和双边投资条约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切实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但
外国直接投资本身可能并没有与其他经济体产生重大联系或产生技术转让;
4)如果没有积极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国内创新能力是不会得到发展的。
为了避免为中等收入陷阱所困，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全面集中于推动国内创新
能力。要实施这一战略，就需要重新关注积极的产业转型政策，让现有部门进行更大的创新，
并支持向更高级的生产力部门重新配置资源(见图 6)。
图 6 创新、生产力增长和结构变化
国内企业的能力和生产力的巨大异质性意味着: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研发的知识，将继续
提高许多企业的生产力并降低企业之间巨大的生产力差距，而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更多的
国内创新对于向前发展将是特别重要的。创新必须是政府和私人行为者互动和协作的集体过
程，投入必须互相补充，宏观和微观激励必须能够支持创新，而不是阻障创新。本地企业通过
在生产过程中学习，通过内部研发以及通过与其他重要的参与者———其他国内企业、外国企
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互动来发展能力。中观和宏观环境必须为微观层面的学习提供可
能的条件。这意味着必须发展社会能力，以便企业可以获得有关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必要信息，
获得资金和必要的合格人员，以及在创新过程中与其他企业或研究机构合作的可能性。相对
价格和支撑结构，必须能够使创新具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风险承受能力。
协调失败、能力失灵和市场不完善的普遍性以及对非边际变化的需求，要求有一个积极的
前瞻心态以便去取得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需要横向和纵向的政策来推进社会能力、支持发
展当地企业的能力、建立关键的吸收能力，使跨国公司的附属公司能够将东道国的生产向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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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的活动提升，并提供一套有利于基础广泛的能力积累的经济激励措施。
4．1 横向政策
对以下几个方面，人们现在已经对政府通常的横向政策和面对中等收入国家的横向政策
的价值有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如，在教育领域———特别是中等和技术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在基础设施———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支持私营企业
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并支持研发。
一个至关重要的横向政策是汇率政策。汇率是决定生产贸易或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动机
和可能性的关键相对价格。McMillan和 Ｒodrik (2011)指出，劳动力从低生产力部门转移到高
生产力部门(即增长型结构性变革)的国家往往会低估汇率。根据定义，并不是每个国家的汇
率都被低估了。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汇率高估对贸易部门的产业升级和创新造成了重大的阻
碍。
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大部分的国家，汇率波动较大，易受荷兰病影响。同样，在资本账户
开放和灵活的汇率下，大量资本流入也可能导致汇率高估。过高的汇率高估加速了一些拉丁
美洲国家过去的去工业化进程。
其他横向政策的需求将取决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条件和制约因素。有时他们延伸到整个
地区。例如，获得资金是拉丁美洲国家生产者的主要问题。世行的企业调查报告指出:与亚洲
相比，拉丁美洲有更高比例的企业以是否获得融资作为主要的制约因素(见表 7)。
表 7 2008－2015年间认为获得资金是主要制约因素的企业的比例
发达国家(13) 东亚(3)
所有企业 11．6 所有企业 15．4
大企业 9．1 大企业 4．6
中型企业 12．3 中型企业 18．6
小企业 12．1 小企业 1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31) 东南亚(9)
所有企业 30．4 所有企业 16．1
大企业 20．6 大企业 12．1
中型企业 29 中型企业 20．1
小企业 31．7 小企业 16．2
南亚(6)
所有企业 23
大企业 20．8
中型企业 18．1
小企业 26
括号内为国家数目
公司类别:小:＜20名员工;中级:20－99名员工;大:＞99名员工。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2016年，145) ，以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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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纵向政策
纵向政策又常被称为积极政策，针对具体的活动。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有针对性的政策
(以及一般保护政策)必须包括绩效要求，特别是与第一代亚洲四小龙相比。政府需要阐明和
执行 Amsden(2001)所谓的“互惠机制”。
在当前背景下，因为各国政府的财政约束以及全球不断增加的创新压力，使得积极的政策
尤为重要。当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哪些活动中的附加值更大、最有可能发生。发展新的
本土生产能力的部门将取决于特定国家背景下的路径依赖性。然而，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的现
实和机遇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以及这种服务与制造业(农业)之间的界限模糊。
Lee(2013)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应采取跨越式发展，关注短周期技术;需要在国家和部门层面
进行详细的研究，以评估利用计算机化、自动化和生物技术提高生产能力的潜力。以阿根廷的
情况为例，Anlló et al(2015年)指出:阿根廷可以通过发展精准农业，以期取得生产力的显著
增长。
当私营部门的风险很高，相关机构和活动的相互协调很重要时，政府需要发挥催化作用。
事实上，Block(2011)和 Mazzucato(2013)展示了美国政府通过投资于许多行业的早期发展来
推动关键新领域创新的催化作用。与美国是一个特别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相反，Block(2011，
6)认为:政府商业伙伴的关系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是不变的，但是在过去七十年里，政府在推动
创新方面的强度和重要性大大加强了。
尽管如此，私营－政府合作往往可以帮助确定应该针对哪些活动和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私营－政府合作伙伴关系允许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真正的信息交流、可以明确资源配置权限
并减少寻租障碍(Schneider 2016)。
在全球价值链中(例如中美洲和亚洲中等收入国家)出现生产力大发展的领域，关键问题
是如何增加国内增值的份额。Milberg 等人(2014 年)认为:中等收入国家未能进入价值链更
复杂的部分去建立品牌的认知度(在现有或新产品中) ，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之一。Yusuf等人(2009)将这一失败明确地与未能在设计和创新中建立本土能力联系起来。
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6)警告说，全球竞争加剧和 TNC 对大的全球一线生产商的依
赖，增加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内企业获取更多的价值链增值的挑战。
各国政府需要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战略方针。这可能意味着在给定一国特定地区的资产
条件下，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导到技术溢出潜力最大的地区。它还意味着与跨国公司在该国生
产的分支机构合作，以支持与提升社会能力互补的产业升级。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下，Milberg
等人(2014，173)主张处理好外资主导公司与国内低附加值企业之间的关系，以期在价值链中
获取更多的增值。
4．3 南南联合
区域一体化可以成为促进高增值生产活动的有力工具。例如，在南美洲，大多数国家的主
要产品以向北方出口为主，制成品出口以地区间贸易为主。
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区域合作可能是未来具有潜力的领域，特别是对于较小的国家而言更
是如此。欧盟有许多支持跨国联合研究和创新的计划:研究框架计划、竞争力与创新框架计
划、结构基金、凝聚力基金、欧洲农村农业发展基金和欧洲渔业基金(欧盟，2011)。这些方案
值得进一步分析，看看哪些可以由同是区域协定成员的中等收入国家复制或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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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积极的政府政策的施政空间
为实施积极的政府政策，向更加知识密集型的经济转型，各国政府必须利用现有的政策空
间并增强创造性。1995年生效的世贸组织规则大大限制了政府针对性的政策支持的施政空
间。历史上较晚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所采取的许多重要政策都为世贸组织规则所不
允许(Abugattas和 Paus 2010)。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ＲIMs)不允许优惠国待遇、业
绩要求和数量限制。这包括国内贸易物品的要求和贸易平衡的要求。此外，《补贴与补贴措
施协议》(SCMs)明令禁止出口补贴政策的实施。
然而，尽管政策空间缩小了(通过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进一步缩小) ，政府还是无法充分
利用现存的政策空间。例如，Agosín(2013，16)认为:“大多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将其在
WTO的关税水平设置在实际关税之上，可以给这样做的国家一些政策空间来提高有效关税。”
此外，政府还可以提供培训和区域发展补贴。它们不能给予国内生产者优惠待遇，但是可
以平等对待国内外生产者。它们可以支持人力资本的形成、研发和能力建设。并且他们可以
要求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在当地进行一定数量的研发，或者雇佣家庭佣工来提高他们的技能
(Shadlen，2005)。
一些国家会创造性地制定新规则或规避现行规则。例如，巴西与跨国公司签订了“自愿
的”互惠协议，后者可以进入巴西的国内市场，但是必须以满足当地容量和研发要求作为交换
(施耐德，2016年)。而中国已多次采取不符合 WTO 规定的政策来提升国内战略性产业的生
产能力。例如 Oh(2015)提供了关于中国通过忽视 WTO 规则的战略性产业政策来创建国内
风力发电机制造业的详细案例。当美国向 WTO提出申诉并且争议解决机构对中国做出裁决
后，中国遵守了这一规定。但那时，中国国内产能发展已经成功渡过了关键的初步探索阶段。
4．5 基于创新之战略的政治联合
最终，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利益相关者联盟，来推动以创新为中心的
战略。国家必须有大量生产者对升级和创新感兴趣，并且需要或支持这样的战略或该战略的
部份内容。
就拉丁美洲而言，在市场主导的战略下，正规制造业的许多生产者被迫退出或者出售其业
务———多是出售其业务给外国公司，籍此专注于开展进口业务。去工业化和非正规化的过程
往往伴随着摆脱国有化，而外国生产者对提升东道国的价值链并不感兴趣。增加工资可以作
为升级的动力，20世纪 70年代初期的新加坡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提高了全国的工资水
平(Prime，2012)。理论上说，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可以给生产者提供升
级和提高生产力的激励。但现实并非如此，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中，去工业化进程与工会组
织的弱化并存。
在一些国家，双方可能会围绕一些子问题达成共识，例如融资的可得性、在有潜在竞争的
优势领域形成新的产业聚集、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者。通过扩大与其他经济体系的联系，
也可能扩大现有“优秀领域”(参见 Sánchez－Ancochea，2012，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Perez－
Caldentey，2012，关于智利;Abugattas，2012，关于约旦)。另外，如果主要资源为国家生产者
所有，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通过整合 IT服务业或生物技术来开发新的比较优势。
建立支持创新的联盟和体制架构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过程。但是，对广泛的创新计划的
不作为或不充分作为，将会对所有的利益集团产生不良后果，因为这将带来增长的持续缓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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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造成工资水平的下降。
5． 结论
在本文中，作者分析了拉丁美洲中等收入陷阱背后的原因，并从中提出了摆脱陷阱的经验
教训。Merriam－Webster字典将“陷阱”定义为“用来陷害人的某种圈套或骗局;或某种牢笼或
困境”①。全球竞争压力的加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使得摆脱陷阱更具挑战性，因为它们
减少了内生和扩大创新能力的时间。虽然可能更难摆脱陷阱，但并非不可能。正如政策选择
是面临陷阱的经济体的重要因素一样，政策的变化则是摆脱陷阱的方法。
中等收入国家需要采取以能力为重点的战略来推动创新、提高价值链、创造体面的工作。
当前生产结构的性质和可能得以开发的固定资产将形成生产转型的可能途径，这些都是针对
具体国家而言的。尽管如此，学习时间的缩短将会影响所有国家。拥有必要的创新生态系统
的国家，其系统中要素的发展使得这些国家拥有更好的逃离陷阱的机会。然而，其起点必须有
以开展创新为战略重点的政治意愿的存在，并有实施该战略所必须的积极政策。
注释: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permission to reprint this article，which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
lish (the only official version)on the ADB Institute's website www．adbi． org． ADBI accepts no re-
sponsibility from use of the translation． The views are solely those of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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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亚洲
PＲC=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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